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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创业活动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泉。 在知识经济时代,创新创业区位和人才区位内生于地方品

质,而地方品质与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和营商环境密切相关。 本文构建了包含地方政府政务服务、营商环境、包容性

等维度的地方品质指标体系,选取 2017—2021 年 286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系统考察地方品

质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及作用的异质性特征。 研究结果显示,地方品质对城市创业活跃度具

有正向影响。 机制分析表明,地方品质建设通过吸引人才集聚、增强城市社会信用水平、扩大市场需求、提高知识

溢出效率等途径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 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相较于其他城市,地方品质对行政等级较低城市、胡

焕庸线东南侧城市和资源型城市的创业活跃度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未来旨在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地方品质

政策应当聚焦于提升品质多维度建设的系统性、品质驱动机制激活的精准性、品质建设的地理空间适配性和品质

动态监测评估体系的科学性,为推动创业环境优化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关键词:地方品质　 城市创业活跃度　 人才集聚　 社会信用　 市场需求　 知识溢出　 城市治理

　 　 中图分类号:F299. 21;F279. 232. 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36(2025)12-0092-16

　 　 一、问题提出

创业活动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泉,其活跃程度直接关系到国家或地区发展质量和竞争力[1] 。 当

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时期,面临着国内经济增长动力不

足与国际环境不确定性的双重挑战。 在此背景下,如何有效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提升创业质量,成为中国应

对当前挑战的关键所在[2] 。 2025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旨在激发和保护

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活动中。 然而,创业过程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潜在创业者的

创业积极性和创业成功率往往受到创业环境的深刻影响。 当前各地创业环境仍面临着诸如区域发展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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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创业服务体系尚不完善、创业文化氛围相对薄弱、对创业失败的包容度不高等问题,如何通过优化地方

创业环境有效激发潜在创业者的创业热情、提高城市创业活跃度以及释放创业活动的就业拉动效应和经济

增长效应,成为政府和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
在知识经济时代,人才的空间分布与流动正在重塑区域经济发展格局。 人才是创新创业的主体,人才

的区位选择决定创新创业的空间布局。 新空间经济学理论指出,对富有创新精神和创意思维的人才而言,
其区位选择本质上是地方品质驱动的,即区域繁荣、创新创业的空间布局和人才的区位选择内生于地方品

质[3] 。 那些具有更优越的城市自然环境、更丰富的艺术文化设施、更多样化的户外活动场所以及更开放包

容的社区环境的地区,更能够吸引和集聚高技能人才并激发其创新创业热情。 地方品质驱动地区创新创

业,而地区创新创业活力的提升又通过反哺地方财政收入、优化城市服务供给、助力城市治理水平提升、营
造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等途径带动地方品质。 伴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纵深推进,地方政府竞争范式

正在经历深刻变革,“地方品质—人才集聚—创新创业活力”这一逻辑链条进一步强化[4] 。 传统的以财政补

贴、税收优惠和土地让利为核心的要素低成本竞争范式正在逐步转变为以“地方品质”建设为核心的新型竞

争范式。 竞争重心也逐步从“招商引资”转向“招才引智”,地方政府角色定位也从单纯的优惠政策提供者转

变为一流营商环境和卓越城市治理的营造者。 2025 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创新、宜居、美丽、韧性、
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新理念,强调城市发展应从“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人”,这也进一步凸显了地

方品质建设在新时期城市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在此背景下,深入探讨地方品质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城市创业

活跃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已有研究探讨了个体特征、制度环境以及基础设施等维度对创业活动的影响。 具体而言,学者们重点

关注创业者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个体因素,营商环境、产权保护、文化多样性等制度因素,以及交通基

础设施、数字基础设施等硬件因素对创业决策的影响[5-7] ,而较少探讨地方品质因素与创业活跃度之间的内

在关系。 既有关于地方品质的区域经济效应的研究更多聚焦于人才流动、城市创新、劳动力溢价支付意愿

等方面[8-9] ,对其影响创业活动的机制与空间差异的分析相对不足。
基于此,本文立足于新空间经济学理论,以 2017—2021 年 286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系统检验

地方品质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 具体而言,本文试图回答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地方品质是否影响城市

创业活跃度? 第二,地方品质通过何种机制影响城市创业活跃度? 第三,地方品质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

响是否存在空间差异和异质性特征? 相较于既有研究,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1)在地方品质指标体

系构建上,纳入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和政府服务等维度,凸显了地方政府在地方品质建设中的

重要性;(2)从人才集聚、社会信用、市场需求、知识溢出四个角度系统揭示地方品质影响城市创业活跃度的

作用机制;(3)从城市特征角度深入分析地方品质影响效应的空间差异和异质性,为不同类型城市制定差异

化的地方品质建设策略提供实证依据。

　 　 二、文献综述

目前有关创业活动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从个体特征、基础设施、正式制度环境[10-12] 和非正式制度环

境[13]四个维度展开。 个体特征维度方面,相关研究分别探讨了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认知能力、婚姻、社
会资本等对创业意愿的影响。 有研究表明,性别刻板印象给女性创业带来诸多障碍,而对男性创业活动则

有促进作用[14] 。 兄弟姐妹对男性的创业活动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对女性创业活动则产生不利影响[15] 。
已婚女性尤其是有成年子女的女性表现出更强的创业倾向[16] 。 基础设施维度方面,高铁开通可以通过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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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通性为创业者提供便捷的面对面交流机会,有助于促进知识和信息的交流互动,缓解信息不对称,帮助潜

在创业者更好地识别创业机会和提高创业能力[17] 。 正式制度环境维度方面,以商事制度改革为重要内容的

政务环境的优化通过简化行政审批流程、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来激发潜在创业者的创业热情[18] 。 知识产权

保护为创新成果的合理性和独占性提供法律保障,从而有效保证企业研发过程、创新成果和商业活动不被

竞争者模仿[19] 。 非正式制度维度方面,文化融合通过增强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感、拓宽人际关系网络、提供

更多的信息和资金支持等途径提高流动人口的创业意愿[20] 。 社会信用通过建立社会关系网络、加快信息传

递以及保障契约有效执行等途径稳定创业主体的心理预期,从而缓解信贷资源对创业活动的制约[21] 。

地方品质的概念源自佛罗里达(Florida,
 

2002)的创意资本理论[22] ,其内涵包括地方自然和建成环境、
便利的生活服务、多元人群及包容性的文化氛围等。 而在新空间经济学理论框架下,地方品质被明确定义

为城市不可移动的商品和服务的数量、多样性和质量的总和[23] 。 既有研究大多从消费服务、公共服务、生态

环境、基础设施等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对地方品质进行测度[24-27] 。 在城市容忍度或包容性测度方面,佛罗里

达(2002)基于人才、技术、宽容(“3T”)理论[28] ,并采用波希米亚指数、文化熔炉(移民)指数等来反映城市

对多元主体的开放和接纳程度[29-30] 。 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李叶妍和王锐(2017)从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两个

方面来测度城市包容性,强调制度层面的包容性建设[31] 。 而周颖刚等(2020)进一步从社会保障、公共服务

和城市吸引力三个维度构建包容性测度体系来反映城市对不同群体的包容能力和吸引力[32] 。 伴随地方品

质概念和测度的不断成熟,学者们开始关注地方品质的经济效应。 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地方品质对劳动力

尤其是人才流动[33-36] 、区域创新[8-9,25] 、地区溢价支付意愿[37-38] 等均产生了深刻影响,且表现出一定的空间

溢出效应。
纵观以上既有文献可以发现,现有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 首先,在地方品质测度上相对忽视地方政府

在地方品质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既有研究更多将地方品质视为城市自然禀赋和市场力量作用的结果,而相

对忽视政府治理能力、营商环境、政务服务等“软件”要素的重要性。 现实中,地方品质在很大程度上是内生

于地方政府行为的,在公共服务供给、城市服务优化、营商环境营造、包容文化氛围培育等地方品质建设的

诸多方面,地方政府均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更重要的是,地方品质与创业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机制,
即优质的政府治理和地方品质驱动创业,创业活跃度提升又通过反哺财政收入、推动政府服务优化、提升城

市治理水平等途径促进地方品质改善。 因此,在地方品质指标体系建设过程中不能忽视对地方政府政务服

务、营商环境建设、城市治理效能的考量。 其次,现实中不同城市已经开始重视地方品质建设对地区创业的

影响,也积极出台人才引进、城市更新、文化建设等若干相关政策,但目前仍缺乏对两者关系的实证探讨,亟
待通过系统性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来填补这一不足。 最后,现有研究相对忽视了地方品质影响效应的空

间差异。 鉴于中国城市在发展阶段、资源禀赋、地理位置、行政等级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地方品质对城市

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很可能呈现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特征。 深入剖析地方品质创业效应的异质性将有助于为

不同类型城市制定差异化的地方品质建设策略和创业促进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地方品质影响创业活动的直接效应

城市为潜在创业者营造创业环境的优劣程度会直接影响潜在创业者的创业积极性和创业成功概率。
就潜在创业者的创业决策而言,他们在一个城市能够获得包括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政务环境、市场环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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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的创业环境的满足感时,往往会更倾向于选择开展创业活动,以实现更好的职业发展和提高生活满意

度。 而较高的地方品质意味着较优的创业环境,有丰富的私人消费服务、完善的公共服务、相对公平的市场

环境、高效的政务服务。 从创业条件来看,创业活动是一项兼具高风险和高需求的活动,创业成本、创业资

源以及创业机会是影响潜在创业者创业意愿的关键因素。 而地方品质所体现出的良好的创业环境,不仅能

够降低潜在创业者面临的各类成本和风险,还能够提供多元化的要素资源,亦能够提供丰富的创业机会,使
潜在创业者能够增强其对未来收益的信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激发更多的创业行为并提高创业成功

概率。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1:地方品质对城市创业活跃度有正向影响。

　 　 (二)地方品质影响创业活动的作用机制

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地方品质影响城市创业活跃度的研究主要涉及人才集聚、社会信用、市场需

求、知识溢出四个方面。
第一,地方品质通过促进人才向本地集聚,为创业活动提供人力资本,进而推动创业活动的开展。
依据创新学派的创业理论,人才被视为创业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参与者,他们扮演着推动当地生产要素

及条件重新组合的创新角色。 因此,人才的数量对创业活动的繁荣程度具有重要的影响。 一般来说,人才

具备较强的认知能力和市场洞察力,能够提出具有技术性、前瞻性的创业想法,在商机的识别与价值捕获方

面展现出优势,从而能够实现相对更高的创业收益,这直接驱动他们具有更为积极的创业态度和更高的创

业意愿。 人才在城市的集聚还影响着创业活动所需的劳动力供给。 具有不同行业背景的人才共同构成共

享劳动力池,这有助于借助信息传播与交流,发挥学习效应,提高劳动者自身的技能与素质,为初创企业提

供所需的劳动力[39-40] 。 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创业活动也从依赖传统要素、

资本驱动的模式逐渐转变为依赖知识和创意推动。 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代表的“三新”经济的崛起

对生产要素配置和组合呈现出更高的要求,只有具备高技能水平的人力资本,才能实现与这些新经济发展

需求的精准匹配和深度融合。 人才的集聚可以使企业更容易找到所需的特定劳动力,从而提高初创企业与

劳动力之间的匹配质量。 总之,人才在城市的集聚不仅能增加劳动力群体的创新创业知识存量,还可以扩

充创业人才、精英员工队伍[41] 。

地方品质对人才集聚有着重要的影响。 由于人才对地方品质具有更强的感知能力和评判标准,地方品

质的建设将率先作用于人才的区位选择行为。 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完整家庭迁移模式”成为主流

家庭迁移模式,人才家庭方面的保障尤其是子女教育显得至关重要。 良好的教育环境也被视为当地人力资

本积累的初始优势。 同时,随着人们健康观念的增强,人才对城市高水平医疗服务的需求逐渐突出。 另外,
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源、蓝绿色空间等自然环境不仅可以让人感到舒适,使人愉悦,还可以有效减轻人们

的压力和焦虑,促进心理健康,提高幸福感。 因此,良好的公共服务和宜居的生态环境都是影响人才“用脚

投票”的重要因素[35] 。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2:地方品质能够通过促进人才集聚来提高城市创业活跃度。
第二,地方品质通过影响社会信用,为创业活动积累信贷资源和信息资源,进而促进创业活动的开展。
社会信用作为一种保障,可以通过激活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信任纽带和协作潜能,有效促进各方合作,降

低交易成本和不确定风险,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从而激发创业者的涌现。 社会信用可以通过为创业

活动积累所需的信贷资源和信息资源来提升城市的创业活跃度。 在积累信贷资源上,社会信用可以通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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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来降低初创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和交易成本,增大创业者获得创业资金的可得性,
为创业活动提供资金支持,从而提高创业绩效。 此外,社会信用能够通过良好的沟通氛围和信息环境的营

造以缓解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从而稳定投资者和潜在创业者的心理预期,增强他们的投资信心和创业信心,
进而吸引更多的风险资本投资于本城市的创业活动中[21] 。 在积累信息资源上,社会信用的提高可以促进社

会网络的形成,社会网络丰富性的增加有助于创业者积累创业所需的信贷资源和信息资源,提高创业的可

能性和创业的意愿。
地方品质对社会信用有着重要的影响。 完善的交通设施可以增加人与人之间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促进

相互间的信息共享,从而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而提高城市整体的社会信任水平[42] 。 数字化浪潮背景下,
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已经日益成为开展创业活动不可或缺的生产资料。 开放性数据资源的可获得性可

以为潜在创业者提供更为完善的市场信息获取渠道,使其能够准确识别和把握市场需求、行业趋势和消费

者行为,建立起以数据为支撑的精准决策体系。 这种数据驱动的决策能力有助于初创企业实现生产要素和

资源的优化配置与经营策略的动态优化,从而提高其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优势,进而为初创企业的高质量

发展提供重要的推动力。 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彻底改变着信息传递和获取的方式,促使数据资源的开放

和共享成为可能。 在互联网基础设施完善的城市中,创业者能够便捷地获取多元化、实时性的信息,这可以

减少传统商业环境中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从而消除市场参与者之间因信息落差而产生的不信任

感。 同时,高效、透明的政务服务体系和市场化、法治化以及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建设,能够增加市场主体间

的社会信任,从而降低市场的交易成本。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3:地方品质可以通过提高城市的社会信用水平来影响城市创业活跃度。
第三,地方品质通过增加市场需求,为创业活动创造更多的市场机会,从而促进创业活动的开展。
市场要素是影响创业活动的重要因素之一。 当地的市场需求,影响着创新创业活动所提供的产品或服

务规模。 对创业者来说,他们可能偏爱更大的需求市场,因为这意味着更大的经济利益和更多的创业机会,
这也将激励他们更积极地参与创新创业。 市场规模反映着当地的总体需求容量和消费潜力,较大的市场规

模通过提供更充分的经济承载空间,为潜在创业者识别市场机会和获取资金支持提供有利条件。 此外,不
同领域和群体的多元化需求也将为创业者的创业活动提供更广泛的选择空间,从而增强创业者从事创新创

业活动的意愿和信心。
地方品质可以通过刺激市场需求推动创业活动的开展。 首先,完善的基础设施可以为扩大市场提供便

利。 无论是高水平的交通基础设施,还是宽带网络的普及,都可以一定程度上打破地域限制,最大限度地扩

展本地市场的边界,帮助创业者更有效地开拓新市场和新产品。 其次,包容性的氛围可以吸引多样化的人

群,从而刺激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创造更大的市场需求。 来自不同地区的人口往往会对多样化的商品和服

务产生强烈的需求,这为创业者提供多样化的尚未开发的市场机会,尤其是零售行业或服务行业[43] 。 同时,
多样化的商品和服务的供给,也能增加本地消费者的选择,从而提高当地总体消费需求水平,进而创造出更

多的市场机会。 最后,地方品质较高的城市可以提供更多的电影院、咖啡厅等消费场所,优化消费环境,从
而为创业活动提供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4:地方品质能够为市场带来大量的新机会,进而催生新的商业模式和创业领域。
第四,地方品质通过提高知识溢出效率,为传播创业知识提供渠道,进而促进创业活动的开展。
创业知识溢出理论认为,由于新知识商业化过程中固有的高风险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现有企业受限

于多种因素,通常难以对其所拥有的全部知识进行商业化,致使部分有价值的知识没有充分利用,这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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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上存在着潜在的创业机会,而这些潜在的创业机会能够促进潜在创业者的创业活动[44] 。
地方品质对知识溢出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方面,包容性强的城市具有较低的进入壁垒[8] ,这将有利于

广泛汇聚人才[43]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实现多元知识的交流,从而产生新知识。 有外国学者研究发现,艺术网

络充当着新思想传播和跨企业和行业知识转移的渠道[29] 。 此外,包容性强的城市具有更为开放的态度和较

低的试错成本,不仅能有效激励人们进行新知识的探索,还能鼓励人们将失败经历内化为经验积累(隐性知

识资本),这有助于提高城市的知识溢出效率。 另一方面,休闲文化场所可以为基于非契约式的面对面交流

和拓展办公活动提供可能。 知识型人才追求人、文化、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和开放性,偏好能增强活力、鼓励

社会互动的各种场景。 而高品质的城市拥有较多的咖啡馆、酒吧和餐馆,这可以为他们提供非正式的面对

面的交流机会和空间。 创业者可以不受正式场合的约束,自由地分享经验,这有助于打破彼此间的隔阂,增
进彼此间的了解和信任。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5:地方品质能够通过增加新知识的溢出来提高新企业创建的可能性。

　 　 四、实证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通过对数据进行筛选整理,本文最终选取 2017—2021 年中国 286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 地方

品质指标、控制变量及新注册企业数量主要源于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中国

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研究报告》《中国城市政商关系评价报告》、中国裁判文书网、天眼查网站。 部分缺失值

采用省、市、县级统计局数据或使用线性插值法予以补齐。

　 　 (二)模型设定

为分析地方品质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本文设定如下回归模型:
Entre_Actit = α +

 

γQualityit + X′it  β +
 

μ i +λ t +
 

ε it (1)
其中,下标 i 和 t 分别表示城市和年份。 Entre_Actit 为被解释变量,表示城市 i 在年份 t 的城市创业活跃

度。 Qualityit 为核心解释变量,表示城市 i在年份 t的地方品质指数。 X′it 表示控制变量向量, ui 和 λ t 表示城市

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ε it 表示随机误差项, α、γ、
 

β 为对应的待估参数。

为检验地方品质影响城市创业活跃度的机制,借鉴江艇(2022) [45] 的做法,本文设定如下模型以检验地

方品质是否对人才集聚、社会信用、市场需求、知识溢出有促进作用:
Inter_Vari,t = α + γQualityi,t + X′i,t  β +

 

μ i +
 

λ t +
 

ε i,t (2)
其中, Inter_Vari,t 为机制变量,分别采用人才集聚(Talents)、社会信用(Trust)、市场需求(Demand)和知

识溢出(Knowledge)变量进行替换,其余变量与式(1)含义相同。 若回归系数 γ 显著为正,则说明相关机制

是存在且有效的。

　 　 (三)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城市创业活跃度( Entre_Act )
作为衡量当地创业活动相对水平的重要指标,学者们主要采用创业率来测度城市创业活跃度,即将新

创企业数量进行标准化处理。 目前,标准化处理的方式有三种:劳动力市场法、生态学研究法和人口法。 劳

动力市场法仅将城市中 15 ~ 64 岁劳动力人口作为标准化基数,但尚未统计地级市层面的劳动力人口数量;
生态学研究法仅将城市已有企业数量作为标准化基数,尚未考虑企业规模的异质性影响,这往往带来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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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测量偏误[2] 。 而人口法则是将城市中人口规模作为标准化基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上述问题。 因

此,本文参考白俊红等(2022) [41]的研究,以人口法进行新创企业数量的标准化处理,即以城市每百人新创

企业数量作为城市创业活跃度的测度指标。
2. 核心解释变量:地方品质指数( Quality )
本文借鉴杨开忠等(2021) [23] 、张超等(2022) [26] 、刘威等(2025) [46]关于地方品质指标体系的构建方式,

并加入佛罗里达(2002) [28] “3T”理论中的包容性这一重要维度,构建涵盖休闲文化、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生
态环境、包容性五个维度的地方品质基础指标体系。 同时,传统地方品质指标体系往往假定地方品质是外

生的、禀赋性的,但现阶段地方品质建设的诸多方面,如公共服务供给、包容文化氛围培育等,均与地方政府

区域治理息息相关,尤其与政务服务及营商环境营造密切相关。 地方品质在很大程度上是内生于地方政府

行为的,地方政府在地方品质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因此,本文在指标设计中加入政务服务、营商环

境建设维度。 本文最终构建了包含休闲文化、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包容性、政务服务、营商环境

七个维度的地方品质指标体系,并使用主成分分析法来计算不同指标体系的权重,测算得出中国 2017—
2021 年 286 个城市的地方品质指数。

其中,休闲文化维度由公园数量、每百人拥有图书数量两个指标测度,体现城市文化娱乐设施的丰富

程度;公共服务维度涵盖教育和医疗服务指标,即小学生均教师数量、每万人拥有床位数量,反映城市基

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基础设施维度由交通和信息基础设施指标来衡量城市硬件设施完善程度;生态环

境维度则从气候条件、空气质量、绿化水平等方面评价城市宜居性;包容性维度由户口指数和青年亚文化

百度搜索指数来衡量城市的包容性水平;政务服务维度选取政府关怀度①、财政治理水平、公众参与②三个

指标,以反映城市政府治理水平及多元协同治理能力;营商环境维度选取市场化指数、万人刑事案件、外资

企业占比三个指标,以反映城市持续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水平。 具体指标选取如

表 1 所示。
在包容性维度指标选取上,参考佛罗里达等( Florida

 

et
 

al.,
 

2012) [30] 关于包容性的定义,即城市对小

众群体的开放态度,从两个方面进行测度,即户口指数和青年亚文化百度搜索指数。 首先,在中国相对严

格的户籍制度背景下,当城市外来人口占比较高时,意味着外来人口融入城市较容易,城市对外来人口的

包容程度高。 其次,既有研究常用文化熔炉(移民)指数、波希米亚指数等指数来测度异质友好性。 帕克

和伯吉斯( Park
 

&
 

Burgess,1925)认为,充满活力的城市为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和异类文化提供了温床,亚
文化群体得以形成身份认同,并逐渐融入城市生活[47] 。 佛罗里达等(2002)进一步指出,波希米亚指数

(衡量艺术人口如艺术家、音乐家、作家、演员的比例)是衡量文化和创意生产者的直接指标,不仅能反映

活跃的艺术和文化环境,也代表着城市的开放、任人唯贤、容忍风险的价值观[22] 。 本文借鉴波希米亚指

数的衡量方式,参考奥徳兹等( Audretsch
 

et
 

al.,
 

2021) [48] 的研究,将青年亚文化作为包容性的又一代表变

量。 异质友好性是对偏离日常行为标准的“非传统” 的特征、行为或价值观等异质要素的包容和平等对

待[49] ,而青年亚文化恰恰体现了这种“非传统”特征。 青年亚文化作为当代前卫亚文化的代表,其多样性的

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主流文化对异类文化的开放包容态度[50] 。 在青年亚文化测度上,本文创新性地

选择青年亚文化的特定关键词词条的年搜索量表征,有关青年亚文化的特定关键词词条的选取步骤为: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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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根据其定义、特征以及现有研究,初步选取二次元作为原始关键词;其次,利用百度指数的图谱扩充关键

词的相关词,如动漫、哔哩哔哩(B 站)等关键词;再次,确定关键词的大致范围,过滤掉无关、搜索量较小的

关键词;最终,确定追星族、直播、电竞、电竞俱乐部、B 站、弹幕、二次元、动漫、ACG(动画、漫画、游戏)文化

九个关键词作为测度指标。 百度指数能够反映一段时间内通过百度网页或百度新闻对某个关键词的搜索

量趋势,这些关键词的搜索量体现出该城市居民对与该关键词相关内容的兴趣程度和关注程度。 城市居民

对某些亚文化内容的关注程度不仅反映了个人偏好,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城市文化环境对这些“非主流”文化

的接纳程度。 同时,城市居民对某些内容的关注程度也将引发城市政府或社会组织的关注。 当一个城市的

青年亚文化搜索量较高时,说明该城市对多元化、个性化的文化表达具有较高的包容度,为不同文化背景和

价值取向的群体提供了更为宽松的发展空间。 这在成都、长沙、北京、广州、上海、深圳等城市已经得到了

证明。

表 1　 地方品质指标体系

维度 指标 属性

休闲文化 公园数量 / 个 正向指标

每百人拥有图书数量(册 / 百人) 正向指标

公共服务 小学生均教师数量 / 人 正向指标

每万人拥有床位数量(张 / 万人) 正向指标

基础设施 每万人出租汽车数量(辆 / 万人) 正向指标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平方米 / 人) 正向指标

每万人移动电话用户数量(户 / 万人) 正向指标

每万人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量(户 / 万人) 正向指标

生态环境 1 月平均气温 / ℃ 正向指标

细颗粒物(PM2. 5 )年平均浓度(ug / m3 ) 负向指标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 正向指标

包容性 户口指数 正向指标

青年亚文化百度搜索指数 正向指标

政务服务 政府关怀度 正向指标

财政治理水平 正向指标

公众参与 / % 正向指标

营商环境 市场化指数 正向指标

万人刑事案件(件 / 万人) 负向指标

外资企业占比 / % 正向指标

3. 机制变量

本文选择能够反映人才集聚效应、社会信用效应、市场需求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的变量对作用机制

进行检验。 第一,选用高技能行业从业人员占比来衡量城市中的人才集聚水平,即科研、技术服务和地质

勘查业与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之和占城市总从业人员的比重。 第二,采用中国城市

商业信用环境指数( CEI)作为社会信任水平的衡量指标。 第三,鉴于城市层面数据的可得性,使用城市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常住人口数量的比值来衡量市场需求,以人口数量为标准基数可以更准确地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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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需求在单位意义上的变化,减少总量值造成的规模偏误。 第四,采用城市的研发支出( R&D)来衡量

知识溢出效应。
4. 控制变量

本文控制了可能影响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其他地级市层面的重要变量。 金融支持(Finance):创业资金的

充裕程度与金融支持相关,这不仅影响潜在创业者的资金来源渠道和融资约束程度,还影响激励机制和风

险分散机制的运行效果,进而影响潜在创业者的创业信心及创业意愿。 因此,本文选用年末金融机构各项

贷款余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衡量城市的金融支持。 人口密度(Density):潜在的市场规模和创业资源

与人口密度有关,这不仅影响潜在市场的开发成本和风险,还影响资源获取的便利性,从而影响潜在创业者

的创业积极性。 因此,本文选用年末常住人口与行政土地面积之比来衡量城市的人口密度。 工资水平

(Wage):工资水平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就业市场状况有关,这可能会影响潜在创业者的机会成本,也可能

会影响潜在创业者的市场环境,从而影响潜在创业者的创业决策。 因此,本文选用城市职工平均工资来衡

量城市的工资水平。 失业率(Une):失业率在一定程度上与就业机会的稀缺性有关,这可能影响潜在创业者

的创业热情。 因此,本文选用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占总的从业人数与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之和的比重来衡量城

市的失业率。

　 　 (四)描述性统计

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2 所示。 结果显示,城市创业活跃度在样本中存在较大的差异,最
大值为 20. 236

 

5,最小值则为 0. 437
 

0;地方品质在样本中同样存在较大的差异性,最大值为 3. 675
 

2,最小值

则为-0. 677
 

9;这为探究两者间的关系及有关作用机制提供了研究契机。

表 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类型 变量 观测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Entre_Act 1
 

430 1. 288
 

9 1. 461
 

2 0. 437
 

0 20. 236
 

5

解释变量 Quality 1
 

430 -0. 150
 

1　 0. 542
 

1 -0. 677
 

9 3. 675
 

2

控制变量 Finance 1
 

430 1. 039
 

8 0. 626
 

9 0. 388
 

0 5. 304
 

7

Density 1
 

430 366 353. 374
 

6 6 2
 

636

Wage 1
 

430 74
 

760 18
 

256. 902
 

2 38
 

713 201
 

504

Une 1
 

430 0. 048
 

4 0. 045
 

3 0. 004
 

1 0. 775
 

3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 3 报告了地方品质影响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基准回归结果。 加入固定效应和控制变量可以更好地识别

地方品质影响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净效应。 结果表明, Quality 的回归系数为 0. 283
 

7,并在 5%水平下显著为

正,表明地方品质的改善有助于提高城市创业活跃度,该结果验证了假设 1。 良好的地方品质意味着更密集

的人才和技术以及市场信息资源、更完善的法治环境、更高效的政府服务、更健全的金融体系,这不仅可以

降低潜在创业者的创业成本,减少创业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还可以催生出更多样化、个性化的消费需

求,为潜在创业者提供更多的市场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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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Quality 0. 981
 

7∗∗∗ 0. 283
 

7∗∗

(0. 079
 

2) (0. 143
 

6)

Finance 0. 212
 

8∗∗∗ -0. 295
 

0

(0. 059
 

3) (0. 328
 

4)

Des 0. 000
 

7∗∗∗ -0. 006
 

0∗∗∗

(0. 000
 

1) (0. 002
 

3)

Wage 0. 000
 

0∗∗∗ 0. 000
 

0∗∗

(0. 00
 

0) (0. 000
 

0)

Une 0. 002
 

5∗∗∗ 0. 001
 

3∗∗∗

(0. 000
 

8) (0. 000
 

1)

常数项 0. 429
 

4∗∗ 3. 446
 

2∗∗∗

(0. 178
 

4) (0. 937
 

5)

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
 

430 1
 

430

R2 0. 329
 

2　 　 0. 111
 

2　 　

　 　 注:
 ∗∗∗ 、∗∗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t 值,后表同。

表 4　 内生性回归结果

变量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Quality 0. 256
 

1∗∗∗

(0. 101
 

3)

IV 0. 418
 

4∗∗∗

(0. 144
 

1)

Kleibergen-Paap
 

rk
 

LM 7. 067
 

8

[0. 000
 

0]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30. 144
 

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
 

430 1
 

430

　 　 注:[]内为 P 值。

　 　 (二)内生性分析

为应对内生性偏误,本文运用工具变

量估计策略以有效缓解内生性问题。 本

文采用城市所在省域内其他地级市地方

品质指数平均值作为该城市地方品质的

工具变量( IV),内生性回归结果如表 4 所

示。 第一阶段的 IV 的回归系数在 1%水平

下显著,表明工具变量和地方品质存在一

定的关联。 第二阶段的 Quality 的回归系

数为 0. 256
 

1,在 1%水平下显著为正,这
意味着基准回归结果具有可靠性。

　 　 (三)稳健性检验

为增加基准回归结果的可信度,本文

还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 (1)替换被

解释变量。 本文尝试选用未经标准化处

理的新注册企业数量替换被解释变量,以
此来衡量城市创业活跃度。 ( 2) 缩尾处

理。 为避免异常值对地方品质影响城市

创业活跃度基准回归结果造成偏误,本文

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 1% 的双边缩尾处

理。 (3)为获得更一般化的结论,本文将

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市四个直辖市从样

本中剔除,以便更准确地评估模型对其他

样本城市的适用性,使研究结果更具普遍

性和适用性。 上述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见表 5)均显示,地方品质的改善能够有

效地促进城市创业活跃度。

表 5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新注册企业数量 缩尾 剔除直辖市

Quality 0. 001
 

9∗∗∗ 0. 283
 

7∗∗ 0. 363
 

2∗∗

(0. 000
 

3) (0. 143
 

6) (0. 158
 

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
 

430 1
 

430 1
 

410

R2 0. 763
 

5　 　 0. 111
 

2　 　 0. 11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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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机制分析

1. 人才集聚效应(Talents)

人才的示范效应可以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和资本进入城市,进一步推动城市中创新创业活动的开展。

由表 6 可知,Talents 对 Quality的回归系数在 1%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地方品质能够促进人才集聚。 而且现

有研究已经证实人才集聚对城市创业活跃度有促进作用[41] 。 这是因为人才集聚往往意味着大规模的熟练

劳动力、高人力资本与风险投资基金等要素的汇聚,为创业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各种保障。 上述结果支持了

假设 2,即地方品质可以通过人才集聚来促进城市创业活跃度的提高。

2. 社会信用效应(Trust)

由表 6 可知,Trust 对 Quality 的回归系数在 1%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地方品质能够促进社会信任。 同

时,现有研究已表明提高社会信任水平有助于增强创业者的创业能力[21] 。 这是因为社会信任的提高可以促

进潜在创业者之间的信息共享,从而可以促进他们社会关系网络的形成,进而对获取商业机会信息和获取

创业资源有着重要作用。 社会信任的提高还可以吸引外部投资,为创业活动提供资金支持,缓解融资困难

的问题,从而释放城市的创业活力。 上述结果证实了假设 3,即地方品质可以通过增加社会信用,促进城市

创业活跃度的提高。

3. 市场需求效应(Demand)

由表 6 可知,Demand 对 Quality 的回归系数在 1%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地方品质能够刺激市场需求,扩

大市场规模。 地方品质可以为居民消费提供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优质的消费场所,由此带来的消费需求可以

释放大量的市场空白,为创业者提供更加广阔的创业市场。 而且,已有研究表明刺激市场需求有助于增强

潜在创业者的意愿和信心。 这是因为市场需求空间的扩大可以吸引更多的创业者,同时市场需求规模效应

可以降低进入门槛,提高创业活动预期收益。 上述结果验证了假设 4,即地方品质可以通过增加市场需求,

对城市创业活跃度有促进作用。

表 6　 机制分析回归结果

变量 Talents Trust Demand Knowledge

Quality 0. 387
 

3∗∗∗ 0. 377
 

2∗∗∗ 0. 665
 

8∗∗∗ 1. 024
 

4∗

(0. 143
 

4) (0. 130
 

5) (0. 200
 

7) (0. 539
 

5)

常数项 0. 464
 

2∗∗∗ 0. 739
 

2∗∗∗ 0. 768
 

3∗∗ 0. 237
 

5

(0. 217
 

5) (0. 131
 

3) (0. 297
 

6) (0. 888
 

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
 

430 1
 

430 1
 

430 1
 

430

R2 0. 151
 

2　 　 0. 212
 

3　 　 0. 185
 

8　 　 0. 096
 

9　 　

　 　 4. 知识溢出效应(Knowledge)

由表 6 可知,Knowledge 对 Quality 的回归系数在 10%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地方品质对知识溢出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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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影响。 良好的地方品质能够为知识溢出提供机会,而知识的溢出能够增加潜在创业者的知识存量,使

创业资源得到更有效的配置和利用,潜在创业者可以利用这些新知识创建新企业。 因此,上述结果验证了

假设 5,即地方品质可以通过知识溢出来促进城市创业活跃度的提高。

　 　 (五)异质性分析

1. 行政等级

相较于一般的城市,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等城市通常是国家或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先行者,

在经济实力、基础设施、制度环境等方面具有先发优势[41] 。

为检验该异质性特征,本文将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定义为行政等级较高的城市,其他城市定

义为行政等级较低的城市,进行分样本回归分析,异质性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7 所示。 在行政等级较高的重点

城市样本中, Quality的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 在行政等级较低的城市样本中, Quality的回归系数在 5%

水平下显著为正。 这表明地方品质未对行政等级较高的城市的创业活跃度有影响,而对行政等级较低的城

市的创业活跃度有正向影响。 这是因为行政等级较高的城市在经济发展水平、制度环境完善程度、创业要

素资源集聚及政策倾斜力度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使地方品质对其创业活跃度的边际贡献遵循递减规律。

行政等级较高的城市已充分享有知识溢出、劳动力池、专业化分工等集聚外部性,当超过最优城市规模时,

拥挤成本将抵消地方品质改善的边际收益。 同时,行政等级较高的城市存在多种发展路径和资源获取渠

道,对地方品质改善的依赖程度较低。 相比之下,行政等级较低的城市在上述方面存在明显短板,这使得地

方品质提升对其创业活跃度的边际效应更为明显。 当这些城市通过改善政务服务、优化营商环境、完善基

础设施等方式提升地方品质时,能够迅速缩小与发达城市的差距,有效吸引投资和人才流入,激活本地创业

潜能。

表 7　 城市行政等级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

变量 行政等级较高城市 行政等级较低城市

Quality 1. 217
 

4 0. 260
 

6∗∗

(0. 840
 

2) (0. 116
 

0)

常数项 11. 239
 

2∗∗∗ -0. 297
 

6

(2. 055
 

2) (1. 822
 

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75 1
 

255

R2 0. 292
 

9 0. 099
 

9　 　

　 　 2. 地理位置

胡焕庸线是中国人口分布和经济规

模的分界线,东南侧和西北侧具有显著的

差异。 相较于西北侧的城市,东南侧的城

市人口众多、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

为检验该异质性特征,本文将依据胡焕庸

线划分西北侧和东南侧城市,进行分样本

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 8 所示。 表 8 的

回归结果表明,地方品质未对胡焕庸线西

北侧城市的创业活跃度有影响,而地方品

质对胡焕庸线东南侧城市的创业活跃度有正向促进作用。 主要是因为东南侧城市大多沿海,地理位置优

越、交通便利、资源丰富,拥有良好的创业环境,具有一定的先发优势。 而西北侧城市受地理条件限制,在基

础设施、要素流动、市场规模等方面相对处于劣势,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地方品质对创业活跃度的促进作用。
3. 资源禀赋

资源禀赋情况往往影响着城市的资源可获得性、产业专业化基础以及经济发展方式。 为检验该异质性

特征,根据国务院关于资源型城市的划分标准,本文划分资源型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以进行异质性城市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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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城市地理位置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

变量 西北侧城市 东南侧城市

Quality -0. 058
 

4 0. 296
 

0∗

(0. 153
 

4) (0. 168
 

9)

常数项 0. 408
 

5 3. 105
 

7∗∗∗

(1. 777
 

4) (0. 956
 

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35 1
 

295

R2 0. 285
 

1　 　 0. 117
 

3　 　

表 9　 城市资源禀赋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

变量 资源型城市 非资源型城市

Quality 0. 368
 

1∗ 0. 319
 

2

(0. 212
 

3) (0. 212
 

2)

常数项 0. 065
 

7 4. 763
 

8∗∗∗

(1. 866
 

3) (1. 022
 

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575 855

R2 0. 080
 

6　 　 0. 163
 

0　 　

本分析,异质性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9 所示。
在资源型城市中, Quality 的回归系数

为 0. 368
 

1,且在 10%水平下显著为正。 在

非资源型城市中, Quality 的回归系数为

0. 319
 

2,但不显著。 这意味着,地方品质对

资源型城市创业活跃度有促进作用,而尚

未对非资源型城市创业活跃度有影响。 这

是因为资源型城市长期依赖自然资源开发

来促进城市发展,往往存在产业结构单一、
生态环境压力大及政策相对滞后等问题,
而地方品质的改善能够通过优化政务服

务、改善营商环境、保护生态环境等途径来

实现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有效弥补资源型

城市在创业环境方面的劣势,从而释放新

的创业潜能。 相比之下,非资源型城市通

常拥有更为多元化和均衡的发展基础,地
方品质的边际改善空间较为有限,其对创

业活跃度的增量贡献趋于递减,因而统计

上难以呈现显著的促进效应。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 2017—2021 年中国 286 个

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了包含休闲文化、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包容性、政务服务和营商环境七个

维度的地方品质评价指标体系,进而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系统考察了地方品质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

效应、作用机制及异质性特征。 研究结果显示,地方品质建设可以通过吸引人才集聚、增强城市社会信用水

平、扩大市场需求和提高知识溢出效率四个机制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 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相较于其他

城市,地方品质对行政等级较低城市、胡焕庸线东南侧城市和资源型城市的创业活跃度有促进作用,这表明

地方品质建设可以有效弥补欠发达地区在创业资源、政策支持等方面的不足,帮助资源型城市实现转型

发展。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构建系统性地方品质提升战略,提升品质多维度建设的系统性。 具体而言,一是应优先发展教育

和医疗服务,加大对基础教育和医疗卫生设施的投入,为创业者及其家庭提供优质的教育医疗保障;二是应

完善基础设施网络,重点加强交通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城市内外连通性,为创业活动提供便利的要素

流动条件;三是应营造包容性环境,建立健全外来人口服务体系,降低户籍门槛,培育多元文化氛围,吸引不

同背景的人才集聚;四是应强化政务服务效能和营商环境建设,提高政府治理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同时加

强法治建设,完善市场监管体系,保护知识产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第二,精准激活地方品质的创业促进机制。 基于机制分析结果,应针对性地激活人才集聚、社会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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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需求、知识溢出四个传导渠道。 在人才集聚方面,制定差异化的人才政策,通过住房补贴、子女入学、配
偶就业等综合性保障措施,提高地方品质对高技能人才的吸引力,建立产学研合作平台,促进人才在不同主

体间的流动;在社会信用方面,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建立企业和个人信用档案,发展普惠金融,创新信贷

产品,缓解创业企业融资约束;在市场需求方面,培育多元化消费市场,支持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完善消

费基础设施,优化消费环境,激发居民消费潜力;在知识溢出方面,建设各类型的创新创业平台和孵化器,支
持举办行业论坛、技术交流会等活动,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转移服务体系,提高知识溢出效率。 同时,
应建立健全有利于增加知识溢出广度和深度的多元化休闲文化交流平台和创意空间建设,构建多层次的交

流合作网络,增进彼此间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和频率,推动创新思维的碰撞融合,从而更好地发挥地方品质的

知识溢出功能。
第三,充分考虑地方品质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异质性影响,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的地方品质建设策略。

基于异质性分析结果,应对不同类型城市实施分类指导。 对于行政等级较低的城市,应加大地方品质建设

投入,重点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建立对口帮扶机制;而对于胡焕庸线东南侧城市,应发挥地方品

质优势,打造创业创新高地,而西北侧城市应立足资源禀赋和区位特点,发展特色产业;对于资源型城市,应
抓住转型发展机遇,利用地方品质建设推动产业多元化,而非资源型城市应通过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进一

步提升创业环境质量。
第四,建立地方品质考核机制和动态监测系统。 将地方品质指标纳入政府绩效评价范围,完善财政转

移支付制度,加大对地方品质建设的资金支持,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统筹推进各维度地方品质建设。 同

时,建立地方品质动态监测系统,定期评估政策效果,建立创业活跃度跟踪机制,及时调整政策措施,加强政

策实施的督查督办,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见效。 此外,应总结地方品质建设的成功经验和模式,在全国范围内

推广应用,建立城市间交流合作机制,促进最佳实践经验的传播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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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trepreneurship
 

is
 

vital
 

to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it
 

not
 

only
 

helps
 

address
 

employment
 

challenges
 

but
 

also
 

strengthens
 

economic
 

vitality.
 

In
 

the
 

context
 

of
 

an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entrepr-
eneurship

 

has
 

gradually
 

become
 

a
 

new
 

driver
 

for
 

China’s
 

economy.
 

Due
 

to
 

the
 

increasingly
 

competitiv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environment,
 

the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exert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entrepreneurship.
 

Therefore,
 

addressing
 

how
 

to
 

optimize
 

the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to
 

enhance
 

urban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has
 

become
 

a
 

pressing
 

issue.
 

Innovation
 

drive
 

is
 

essentially
 

talent
 

drive,
 

and
 

talent
 

drive
 

is
 

essentially
 

quality
 

of
 

place
 

drive.
 

Therefore,
 

a
 

good
 

quality
 

of
 

place
 

may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influencing
 

urban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286
 

cities
 

in
 

China
 

from
 

2017
 

to
 

2021,
 

this
 

paper
 

adopts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to
 

construct
 

a
 

quality
 

of
 

place
 

indicator
 

system
 

from
 

seven
 

dimensions
 

of
 

leisure
 

culture,
 

public
 

service,
 

infrastructur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clusiveness,
 

government
 

services,
 

and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applies
 

the
 

two-way
 

fixed
 

effect
 

model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the
 

quality
 

of
 

place
 

on
 

urban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quality
 

of
 

place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urban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The
 

conclusion
 

remains
 

valid
 

after
 

a
 

series
 

of
 

endogeneity
 

and
 

robustness
 

tests.
 

Mechanism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quality
 

of
 

place
 

operates
 

through
 

four
 

channels:
 

talent
 

agglomeration,
 

social
 

credit,
 

market
 

demand,
 

and
 

knowledge
 

spillover.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effect
 

of
 

quality
 

of
 

place
 

is
 

more
 

pronounced
 

in
 

cities
 

with
 

lower
 

administrative
 

ranks,
 

those
 

located
 

southeast
 

of
 

the
 

Hu
 

Huanyong
 

Line,
 

and
 

resource-based
 

cities.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ture
 

in
 

three
 

ways.
 

First,
 

it
 

includes
 

the
 

dimensions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government
 

servic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quality
 

of
 

place
 

indicator
 

system,
 

highlighting
 

the
 

importance
 

of
 

local
 

governments
 

in
 

such
 

construction.
 

Second,
 

it
 

explores
 

the
 

role
 

of
 

quality
 

of
 

place
 

in
 

influencing
 

urban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through
 

four
 

channels.
 

Third,
 

it
 

analyzes
 

the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the
 

impact
 

of
 

quality
 

of
 

place
 

through
 

the
 

lens
 

of
 

city
 

characteristics,
 

which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for
 

cities
 

to
 

formulate
 

tailored
 

strategies
 

for
 

the
 

quality
 

of
 

place
 

development.
This

 

paper
 

provides
 

useful
 

insights
 

for
 

local
 

government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lace
 

and
 

enhance
 

urban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thus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 s
 

economy.
 

Specifically,
 

local
 

governments
 

need
 

to
 

establish
 

systematic,
 

multi-dimensional
 

strategies
 

for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place;
 

develop
 

targeted
 

mechanisms
 

that
 

activate
 

entrepreneurship
 

through
 

the
 

quality
 

of
 

place;
 

implement
 

differentiated
 

strategies
 

for
 

the
 

quality
 

of
 

place
 

development;
 

and
 

establish
 

assessment
 

mechanisms
 

and
 

dynamic
 

monitoring
 

systems
 

for
 

the
 

quality
 

of
 

place
 

development.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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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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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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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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